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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核心企业动态调整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治理机制，对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跨组织治理理论，构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演化模型，运用多主体仿真方法探究不同治理机制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运行状态的影响，以揭示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并以案例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在创新生态系统的诞生——扩张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合同治理为主、关系治理和权益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在权威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关系治理为主、合同治理和权益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在再生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权益治理为主、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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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the Selection of multi-stage Governance Mechanism for Cor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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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Hlk100694027][bookmark: _Hlk100694295]Abstract：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at the core enterprises dynamically adjust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s in different stages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Based on the theor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the theory of cross-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this paper constructs the evolution model of the operation state of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and uses the  multi-agent simulati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governance mechanisms on the operating state of the enterpris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so as to reveal the optimal governance mechanism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different stages, and verifies it with cases studies. The results indicate: In the birth - expansion stage of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the opti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should be contract governance whil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d equity governance are supplementary options; In the authority stage, the opti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should be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while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equity governance are supplementary options; In the regeneration stage, the optimal governance mechanisms should be equity governance while contract governance an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re supplementary o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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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多主体共同创造、共生演化的创新生态系统已成为核心企业推进创新的重要方式[1, 2]，企业同时利用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创新资源，共同创造创新，获取价值，提升整体创新能力[3, 4]。在该系统中，成员企业间既需要合作实现创新，又因为利益分割产生竞争，为保证创新生态系统健康运行，核心企业该如何选择适当的治理机制以协调成员企业等利益相关者间的权责利关系？对此，学者们曾提出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两种机制[5-8]。拥护合同治理的学者主张，创新生态系统各主体通过复杂合同就生产决策、收入分配、争议解决等程序达成一致[9, 10]，各自按合同约定投入资源实现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创造；支持关系治理的学者则认为，开放式沟通、信息共享、信任、相互依赖和合作是创新生态系统跨组织治理的关键[11, 12]。近年来，核心企业为增加其核心产品价值或加强对稀缺资源的控制，采取合并、收购、股权投资等方式，实施水平或垂直一体化，由此权益治理也成为重要的治理机制选择[13]。
[bookmark: _Hlk100692410]然而，在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实践中，尽管核心企业实施了合同治理、关系治理或权益治理，但合作伙伴与核心企业“反目成仇”的事件仍频频发生，昔有任天堂第三方软件开发商集体“叛逃”，近有腾讯游戏和华为一度“决裂”。究其原因是核心企业忽略了治理机制需随系统演化的内在要求。共生演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本质特征[2]，核心企业要根据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不同阶段设计相应的治理机制[14]，如果核心企业的治理采取静态思维，治理机制不随创新生态系统的演化而调整，过往成功的治理机制就会失去效力。实践困境需要学者们采用动态视角研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问题，而现有这方面的文献甚少，此外，现有文献多采用案例研究法分析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受制于案例研究法外部效度不高的局限，研究结论难以一般化[15]。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参与主体众多[16]，如果采用检验性的实证研究，不仅调研对象难以确认，而且所需成本大且耗时长。计算机仿真能弥补上述研究方法的缺陷，以较低的成本实现特定情境下的分析[17]。基于此，本文基于动态视角，首先界定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多个阶段，然后通过文献梳理出当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类型，最后构建基于计算实验的多主体仿真模型，借助计算机仿真工具，模拟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治理机制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动态演化，进而设计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并以案例进行验证。本研究以期丰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和跨组织治理理论研究，指导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建设实践。
1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多阶段划分
生命周期理论认为，系统形成与发展具有生命周期特征，在不同阶段，在系统内外部环境等因素的驱动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断演化，呈现阶段性特征。纵观已有研究，关于系统生命周期的划分目前还未统一，研究者们结合自已所研究的企业或行业得到了不同的划分。如Hanks[18]等学者提出系统生命周期分为出生，发展，成熟，蜕变和衰退这五阶段；Moore[19]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分为四个阶段，即诞生阶段、扩张阶段、权威阶段和再生阶段，这一划分较全面涵盖了不同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不同发展阶段。本文基于Moore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的划分，认为创新生态系统的各参与主体，为了共同创造创新，提升整体创新能力，在实践中主体之间往往是强强联手，形成创新生态系统以后，在网络信息技术、创新政策及竞争环境等因素的驱动下，使得创新生态系统快速成长与发展，而且外部环境具有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模糊性，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只有快速经历诞生阶段，很快进入扩张阶段，才能引领创新潮流[20]。因此，本文不明确区分诞生阶段和扩张阶段，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生命周期阶段分为三个阶段，即诞生——扩张阶段、权威阶段和再生阶段。
（1）诞生——扩张阶段
在此阶段，核心企业的主导产品进入市场后，市场占有率先慢后快地提升。在此阶段，企业需要从外部环境中获取大量的互补性资源和冗余性资源，并将其与内部资源进行整合，且对外部资源和知识的消化、转化和应用能力较弱，主体间信任感不高，核心企业对其他主体的控制能力弱。此阶段核心企业的治理任务是，通过经济和非经济手段，吸引足够多的外部主体加入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形成同边效应和交叉效应，让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购买产品，快速提升市场占有率[21]。
（2）权威阶段
在此阶段，核心企业主导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达到最高值。在此阶段，核心企业占据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位置，创新生态系统聚集的众多主体为价值创造提供异质性资源，核心企业与其他主体建立了深度信任，能快速吸收其他主体的知识并转化为市场上有竞争力的产品或服务。此阶段核心企业的治理任务是，加强对其他主体的控制，防止其出现机会主义行为或退出创新生态系统[22]。
（3）再生阶段
在此阶段，替代性的产品进入市场，对核心企业主导产品形成挑战。此时，如果核心企业能利用其创新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和长时间建立的信任感，重新整合资源，吸收外部知识，那么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能够再生，否则系统将步入衰退。此阶段核心企业的治理任务是让创新生态系统在替代品市场上快速扩张[23]。
2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目标及类型
[bookmark: _Hlk100678140]2.1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目标
精细设计的治理机制是为了实现激励和控制[24]， Gibbons[25]认为，经济组织的主要理论都是为了解决激励一致或控制权分配问题；Chen[6]等认为，所有以“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为主题的实证性文献都可归为对激励或控制两个目标的分析，并认为激励包括资源共享、提供信息、授予自治权和给予奖励；控制包括接入控制、结果控制、行为控制和外部关系控制。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是由核心企业、供应商、互补商、用户等主体构成的复杂系统，价值创造和价值获取是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过程。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中，核心企业是治理者，其他主体是被治理者，核心企业要激励其他主体投入互补性资源和冗余性资源，与自身的资源进行整合，为用户提供价值；在价值获取中，核心企业既要能保证各主体平等参与、谈判、分割和实现价值，又要能控制某主体为分割更多的价值而做出敲竹杠、搭便车、退出威胁、隐瞒与虚假发布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激励和控制是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目标。
2.2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类型
为划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类型，本文检索了CNKI数据库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题目含有“生态系统治理”、“ecosystem  governance”的国内外文献，文献类型为“论文”，删除研究主题为自然系统的文献，一共检索到中文文献32篇，外文文献45篇。在众多文献中，将生态系统治理机制分为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是最为广泛的分类，有8篇中文文献和9篇外文文献采用此分类，都占到各自文献总数的20%，其它文献都是基于不同研究视角提出各自分类，但大多没有被同行采纳。本文沿袭此分类，同时基于以下考虑加入权益治理机制：第一，随着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等行业的发展，小米科技、华为、海尔、亚马逊等企业在组织外部进行了大量的权益投资，权益投资正成为核心企业构建和建设生态系统的重要手段；第二，已有学者将权益治理作为生态系统治理的机制，Cumming等[26]、Audretsch和Link[27]进一步强调和验证了权益治理在生态系统治理中的应用。
因此，本文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分为合同治理、权益治理和关系治理。
（1）合同治理
[bookmark: _Hlk99874201][bookmark: _Hlk99874843]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合同治理是核心企业通过正式合同来激励和控制参与主体行为的机制[28]。在合同治理下，各主体的角色和责任、主体间沟通的内容和方式、合作的结果或产出、监督程序和违规处罚等都通过合同加以明确或确定[29]。由于合同对各主体的专用性投资行为进行了事前约定和事后违规处罚，因此可以激励各主体按合同约定投资，而且合同准则营造了融洽的沟通氛围，有利于知识的共享和获取[30]。然而，人的有限理性限制了各主体精确预测意外情况的能力，技术日益复杂使得精准评价绩效变得愈发困难，这为机会主义的滋生留下空间[31]。已有研究表明，合同治理的激励效率较高，但对控制机会主义没有效果[32]，由此，合同治理的特征是高激励和低控制。
（2）权益治理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权益治理是核心企业通过股权关系来激励和控制参与主体行为的机制，股权关系包括成立合资企业、共同股权投资、单向股权投资等形式[33]。权益治理在控制主体行为方面具有以下优势：第一，权益治理增强了核心企业对独特的、难以模仿资源的控制，核心企业可以凭借所有权优先获取到资源[34]；第二，权益所有权使合作双方的激励和利益保持一致，有利于核心企业控制合作中的延搁问题[35]和机会主义行为[36]。而在激励方面，权益治理存在以下不足：第一，被投资企业员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会降低，从而产生激励成本[37]；第二，企业过早进行股权投资，当技术和市场未达到预期时，将会产生承诺成本[38]。由此，权益治理的特征是低激励和高控制。
（3）关系治理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是指核心企业通过信任和共同准则等非正式制度来激励和控制参与主体行为的机制[11]。信任和共同准则是关系治理的两个重要形式。信任是指核心企业在具有风险性的交换关系中对合作伙伴的诚信、信誉和仁爱的自信程度[39]。共同准则是创新生态系统中各主体行为的共享期望[40]。关系治理在激励和控制参与主体方面具有以下优势：第一，共同规则促进互惠学习，信任作为防范措施可阻止某主体出于自身利益盗取知识[41]；第二，主体间共同建立的惯例可以提升合作伙伴的生产率和效率[11]；第三，良好关系下各主体乐意承担不确定性成本且更有灵活性[42]。然而关系治理的局限性减弱了其激励和控制效果：第一，因为缺乏监控和正式合同，关系治理下的主体易受到机会主义行为的侵扰[24]；第二，稳定的关系易滋生惰性，使核心企业缺乏激励去寻找更好的合作伙伴[43]；第三，对关系的投资和形成的惯例对核心企业而言是沉没成本，对核心企业不愿轻易割舍沉没成本的预期让合作伙伴丧失提升效率的动力[44]。已有研究表明，关系治理能防范机会主义，但激励效率低于合同治理[32]。综上所述，关系治理的特征是中等激励和中等控制。
Williamson[45]对三种机制的比较也为本文的分析结论提供了佐证，如表1所示。
表1 合同治理、权益治理和关系治理三种机制的比较
	区别点
	治理机制

	
	合同治理
	权益治理
	关系治理

	激励强度
	+ +
	0
	+

	控制强度
	0
	++
	 +


+ +：强；+：半强；0：弱
资料来源：Williamson（1996，P.105）
通过对合同治理、权益治理和关系治理这三种治理机制的对比分析，可以看出，三种机制在实现控制和激励方面各有千秋，合同治理表现为高激励和低控制功能，权益治理表现为低激励和高控制功能，关系治理表现为中等激励和中等控制功能。
[bookmark: _Hlk87433688]3基于计算实验的多主体仿真模型构建
[bookmark: _Hlk87913926]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 Adaptive System)理论认为，主体与环境以及主体间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是系统演化的主要动力。创新生态系统内各参与主体经过选择—合作—学习—协同的过程形成一个协同整体[46]，各主体的行为选择以及彼此间的相互作用会影响系统整体收益，即系统的整体健康状态是通过各主体的行为及交互作用而涌现出来的。当创新环境发生变化时，作为治理主体的核心企业可以通过制定或改变治理机制来促使各主体做出行为调整，有效的治理机制不仅可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而且可以促进主体间加强合作，进而吸引新的主体加入到生态系统中来，从而促进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可见，创新生态系统健康发展的复杂性就在于主体为适应环境变化，在有效的治理机制下改变自身的行为规则，通过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整体的涌现现象。本文之所以采用基于计算实验的多主体模型进行仿真分析，主要基于两个原因：其一，本文研究目的是提出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组合，三种治理机制可以形成多个机制组合，但在治理实践中只有一种机制组合会得到实施，其他组合的治理效果无法得到验证，仿真可以对不同机制组合的治理效果进行模拟、对比分析，进而得到最优的治理机制组合；其二，对于动态演化的复杂系统，计算实验方法为这类系统自组织、动态演化及宏观与微观层次间相互作用等问题提供了新的工具和手段[17]。
因此，本文借助计算机仿真工具Netlogo构建多主体仿真模型，观察不同治理机制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演化。
[bookmark: _Toc47884763]3.1基本假设
[bookmark: _Hlk100134822]本文对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环境资源、主体属性与行为偏好、主体行为交互做如下假设：
（1）资源环境
所有环境资源分布在世界38×38的正方形区域，世界环境中有三个不同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A、B和C，分别采用合同治理机制、权益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A、B、C的市场竞争环境相当，且发展阶段保持同步，每个系统以半径为5的圆形表示。每个企业视为一个主体，主体分为两类，一类是负责建立和治理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企业；另一类是指除核心企业之外的伙伴企业，他们或是已加入创新生态系统的“成员企业”，或是未加入创新生态系统的 “外部企业”。
（2）主体属性
被研究主体的属性主要有：合作意愿、地理位置、投入水平、收益。
[bookmark: _Hlk112357081][bookmark: _Hlk112357421][bookmark: _Hlk112357611][bookmark: _Hlk112357667][bookmark: _Hlk54782184][bookmark: _Hlk54782393]①合作意愿，指主体拥有的一种合作态度，代表其对创新生态系统协同整体的心理认同，合作意愿只分合作与不合作，令=2表示合作，=1表示不合作，在{合作，不合作}间随机选择。在现实世界中，各主体具有不同的传统性及风险规避程度[47]。本文借助正态分布函数使得主体具有不同程度的传统性和风险规避程度，。本文假设不同主体的传统性为中性，将的值设为0.500，并且保持此传统。对各主体的风险规避程度，本文采用Peysakhovich等[47]对取值方法的建议，将的取值分为三种水平：0.200、0.167、0.142,分别指5个企业（组织）中有1家违约、6个企业（组织）中有1家违约、7个企业（组织）中有1家违约。在创新生态系统的诞生——扩张阶段，由于市场环境较不稳定，生产经营的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成员企业对核心企业的信心不足，加入创新生态系统的面临的风险较高，对风险的规避程度也最高，故置；在权威阶段，由于系统外部环境稳定，核心企业扩大经营领域，声誉优势提高，与成员企业的协调和沟通增多，此阶段成员企业对风险的规避程度最低，故置；在再生阶段，核心企业要进入不太熟悉的市场和技术领域，成员企业尽管已与核心企业建立了亲密关系，但依然要承担较高风险，此阶段成员企业对风险的规避程度高于诞生——扩张阶段而低于权威阶段，故置。
②地理位置，指主体在世界空间上的位置，令表示主体和主体地理位置距离。
③投入水平，指主体为实现创新生态系统价值共创而投入的成本。代表其对创新生态系统的投入。要将主体的合作意愿转化为实际的投入行为才能对系统产生宏观影响，用投入水平来表示主体将合作意愿转化为投入行为而付出的投入，如资金、劳动力等，主体合作意愿越高，其投入水平就越高。本模型将它们间关系假设为；其中，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第个伙伴企业的投入水平，为控制参数，经训练和测试设定为2，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第个伙伴企业的合作意愿。
④收益，指主体经过一次价值创造后获取的收益。假设以投入水平作为主体收益分配的依据，则主体收益。表示创新生态系统中第个主体的收益水平，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第个主体的投入水平，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企业总数，即系统规模，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总绩效。
[bookmark: _Hlk44230147][bookmark: _Hlk100177557][bookmark: _Hlk100177452]现实中，采用不同治理机制的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即使付出相同的投入，其收益也会不同。说明治理机制不同，系统的协同效应也不同，会导致主体不同的收益及行为选择。本模型采用表示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来表示不同治理机制下，系统将投入水平转化为总体绩效的协同因子，[48]。，分别代表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对成员企业的激励水平和控制水平。对核心企业来讲，激励伙伴企业价值共创是首要任务，其用于激励的投入高于控制，由此本模型将的值设为2，的值设为1；、为大于0的常数，分别表示不同治理机制的激励效用和控制效用，+。前文的分析表明，合同治理机制表现为高激励效用与低控制效用，权益治理机制表现为低激励效用与高控制效用，关系治理机制表现为中等激励效用与中等控制效用，基于此逻辑和对多家核心企业管理层的访谈，本文对和的值设置如下：在合同治理机制下，；在权益治理机制下，；在关系治理机制下，。
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总投入是系统内每个主体投入水平之和，即=1,2,3），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总投入，为创新生态系统中第个主体的投入水平，创新生态系统的总绩效是各主体总投入的函数，设为，为协同因子。当主体单独创新时，不属于任何创新生态系统，不存在额外的系统协同效应，此时，令企业收益。
（3）主体行为偏好
创新生态系统中的主体只有两种合作行为：互惠型合作行为与机会型合作行为，且每个主体在某一时刻只能选择一种行为。
（4）主体行为交互
主体都是有限经济理性的，其行为选择会受系统中其他成员企业和外部环境的交互影响，在具体做出行为选择前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主体在世界范围内自愿选择和移动，系统内的成员企业可以选择离开系统，系统外的外部企业也可以选择加入系统。
[bookmark: _Toc47884764]3.2主体行为交互规则
（1）仿真初始时，创新生态系统A、B和C中核心企业数量都为1。令100个主体进入并离散分布于世界环境中，有些主体随机分布于创新生态系统A、B和C区域内，其合作意愿依据随机概率被赋值，随机概率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阶段而发生改变，合作赋值为2，不合作赋值为1。
（2）主体的视力值随机分布于[0,5]范围内，对于处于独立创新的企业，如果其与某个创新生态系统A 、B或C的距离小于等于其视力值，则会选择加入该系统。
（3）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不同，使得系统整体协同效应也不同，并影响系统中主体的收益，导致主体不同的行为选择。对于系统中的主体，若当前收益大于单独创新收益，则会选择继续留在系统中，否则会选择离开当前系统。此外，选择留在当前系统的主体又会受自身可视范围内其他主体的影响，当主体察觉到自身收益高于周围其他主体平均收益时，会选择留在当前系统，否则也会离开当前系统。
（4）对于选择继续留在当前系统的主体，则会模仿学习其可视范围内收益最高的主体，通过自适应学习改变自身的行为，以获得更高的收益。本文通过模仿概率来体现系统中主体间的相互影响[49]，即。其中，为模仿概率，表示主体可视范围内收益最高的主体的收益水平，表示主体的收益水平，表示主体和主体地理位置距离，通过调用Netlogo中link-length计算得出。可看出，当主体间地理位置距离一定时，主体间的收益差距越大，主体模仿主体的概率越大；当主体间的收益差距一定时，主体间地理位置距离越大，模仿概率越小；反之亦然。留在当前系统的企业会根据模仿概率的大小来调整自身的行为，假设时，主体会向主体学习。
3.3计算实验情境设计
为了模拟分析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在不同阶段不同治理机制下的动态演化，本文依据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的三个不同阶段和三种治理机制的组合，设计了9种实验情境，分别进行模拟，进而为核心企业根据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所处阶段选择最佳治理机制提供依据。依据前文分析，本文将9种实验情境参数设置如表2所示，其它参数结合上文的参数设定。
[bookmark: _Toc59655508][bookmark: _Toc59655543][bookmark: _Toc92801242]表2 实验情境及参数设置
	实验情境
	合同治理
	权益治理
	关系治理

	诞生——扩张阶段
	情境1：


	情境2：


	情境3：



	权威阶段
	情境4：


	情境5：


	情境6：



	再生阶段
	情境7：


	情境8：


	情境9：




4基于仿真结果的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治理机制选择
本文分别将系统规模（、系统平均绩效（作为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效果变量，以衡量治理效果[50]。每次模拟的周期T=100。
（1） [bookmark: _Toc47884767]诞生——扩张阶段的治理机制
在此阶段，各主体合作意愿服从正态分布N（0.500,0.200），仿真结果如图1、图2所示。
[image: ]           [image: ]图2诞生——扩张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平均绩效

图1诞生——扩张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规模


从图1和图2中可以看出，在诞生——扩张阶段，合同治理机制下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规模最大，关系治理机制次之，权益治理机制最弱，而且不同治理机制下平均绩效指标也表现为与系统规模相似的特征。由此推断，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诞生——扩张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是合同治理，同时辅以关系治理和权益治理。 
[bookmark: _Hlk100472394]在诞生——扩张阶段，合同治理之所以成为最优治理机制，是因为此阶段核心企业治理的首要目标是吸引伙伴企业加入创新生态系统，激励伙伴企业进行专用性投资，为用户创造价值。但此时核心企业尚未占据合作网络中心位置，无法凭借声誉优势吸引合作伙伴进行专用性投资；此阶段核心企业与伙伴企业间尚未建立充分信任，很难通过信任激励合作伙伴进行专用性投资；此外核心企业拓展市场需要大量资金，缺乏充裕资金进行权益投资。此时，通过合同设计详细规定双方的权利、义务、违约的惩罚措施，对该阶段核心企业和伙伴企业而言是最佳的选择。
[bookmark: _Toc47884768]（2）权威阶段的治理机制
在权威阶段，各主体合作意愿服从正态分布函数N（0.500,0.142），仿真结果如图3、图4所示。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Toc59655920][bookmark: _Toc92801245][bookmark: _Toc59655919]图3权威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规模      图4权威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平均绩效
从图3和图4中可以看出，在权威阶段，关系治理机制下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规模最大，合同治理机制次之，权益治理机制最小。不同治理机制下的平均绩效指标表现为与系统规模相似的特征，合同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的平均绩效在仿真周期的大部分时间不分上下，关系治理机制的平均绩效在仿真周期的末段高于合同治理机制。由此看出，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权威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是关系治理，同时辅以合同治理和权益治理。此外，就平均绩效的数值而言，权威阶段三种治理机制都高于诞生——扩张阶段的对应值，这说明在权威阶段，三种治理机制能够创造更好的产出。
在权威阶段，关系治理机制之所以成为最优，主要原因有：首先，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到权威阶段时，核心企业的主导产品或服务的技术已经相对成熟，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变低，主体间专用性投资的需求降低，伙伴企业的产品或服务的性能规格已经定型且易于衡量，此时诱发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降低，核心企业已与伙伴企业形成稳定的关系，激励伙伴企业的需求也已降低；其次，权威阶段的合同往往是直接重购或修改重购合同，签订合同的过程简单快速，主体间只需就交易物规格做出约定，合同方对合同争议处理已驾轻就熟，此时合同治理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再次，权威阶段核心企业战略目标是扩张市场和维持市场占有率，实现此战略目标需要高资金投入，因此权益治理无法成为此阶段的优先治理机制；最后，各主体经过诞生——扩张阶段的协商、调整、配合以及近距离观察，对合作伙伴行为模式有更深入的了解，已形成共享的关系规范和信任，为关系治理提供了用武之地。
[bookmark: _Toc47884769]（3）再生阶段的治理机制
在再生阶段，各主体合作意愿服从正态分布函数N（0.500,0.167），仿真结果如图5、图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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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度可信度描述已自动生成]            [image: ]
[bookmark: _Toc59655922][bookmark: _Toc92801246][bookmark: _Toc59655921]图5再生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规模   图6再生阶段三种治理机制下的系统平均绩效
[bookmark: _Hlk100495995]从图5和图6中可以看出，在再生阶段，权益治理机制下的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规模最大，合同治理机制次之，关系治理机制最小。不同治理机制下平均绩效指标表现为与系统规模相似的特征，权益治理和合同治理的平均绩效在仿真周期的前段不分上下，权益治理的平均绩效在仿真周期的末段高于合同治理。由此看出，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再生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是权益治理，同时辅以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此外，就平均绩效的数值而言，再生阶段三种治理机制都高于诞生——扩张阶段的对应值，低于权威阶段的对应值。
在再生阶段，权益治理机制之所以成为最优，主要原因有：首先，再生对核心企业意味着其主导产品或服务发生转移，核心企业要重新整合资源构建新的创新生态系统，核心企业的再生战略往往是进入技术相关的领域，该再生战略对部分伙伴企业而言风险并不是非常高，因而激励难度较低，然而该战略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相对于权威阶段在上升，各主体经过长时间合作后发现机会主义空间的概率在增加，因而治理的控制需求较高；其次，再生对所有主体而言意味着目标市场、竞争对手和经营环境的改变，市场不确定性和技术不确定性使得主体间签订复杂合同时预估意外情况的难度增加，合同治理的效力减弱；再次，再生也意味着主体间原有信任关系的调整和重构，调整和重构主体间关系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因而在新的信任关系建立之前，关系治理的潜力得不到有效发挥；最后，权威阶段积累的资金为再生阶段的权益治理实施提供了财力保证，再生阶段的治理需求与权益治理相吻合，推动权益治理成为创新生态系统再生阶段的主导治理机制。
[bookmark: _Toc47884773]5核心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多阶段治理的实例分析
    为验证仿真结论，本文以北京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小米科技）为例进行实例分析。本文选择小米科技为实例研究对象，是基于以下理由：一是小米科技的创新生态系统历经了三个阶段的演化，完成了手机创新生态系统向“手机+AIoT”双引擎过渡，在当前再生阶段小米科技正全力打造手机为平台的智能家居创新生态系统；二是小米科技的崛起过程恰是社交媒体飞速发展时期，社交媒体提供的海量数据为剖析小米科技治理机制演变提供了证据支持。
    （1）小米科技在诞生——扩张阶段的治理机制
[bookmark: _Hlk100648909]2010年—2013年是小米科技的诞生——扩张阶段。2010年小米科技创立，当年推出MIUI首个内测版，2011年推出小米1，2012年推出小米2，2013年推出小米3和红米，凭借优质平价、互联网营销等手段，小米手机业务迅速地成长，从2011 年销量27 万台，到2012年销量719 万台，直至2013销量达到1869万台，国内市场份额进入前三。尽管手机业务发展迅速，但手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过程并非一帆风顺。2010年年末小米科技在艰难获得高通的专利授权后，小米开始寻找合作伙伴，但大多数供应商因为担心小米科技的出货量，拒绝和小米科技合作，经过多次拜访沟通小米科技才获得了一些供应链的合作协议。在此过程中，创业团队原有的个人关系也为创新生态系统的构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此可见，小米科技在诞生——扩张阶段治理机制以合同治理为主，并辅以关系治理，权益治理在此阶段的作用微乎其微。
（2）权威阶段的治理机制
2014年—2017年是小米手机创新生态系统的权威阶段。在此阶段，小米手机销量增速减慢且出现下滑，2014年手机销量达到6107万台，国内市场份额第一。2015年—2017年手机销量分别为6655 万台、5542万台和9141万台。在此阶段，诸多合同无法预料的问题给小米科技创新生态系统治理带来挑战：2014年，触控屏的供应商Wintek倒闭，使小米4面临产能不足的巨大压力；2015年高通骁龙801芯片发热问题严重影响了小米Note销量；2015海外市场10亿元库存的出现暴露了小米科技对经销商激励和控制的不力；2016年三星断供AMOLED面板将小米Note 2上市时间推迟了一年；此外，伙伴企业供货价格高等机会主义行为也开始隐现。上述问题的解决多依赖关系治理：小米手机销量下滑后能够再次爬升得益于前期积累的忠诚用户，正是这些用户的信任为小米的调整提供了机会；小米科技创始人用个人关系挽回了三星的再次供货；管理层用真诚和信任对供应链合作伙伴进行了优化。在此阶段，小米科技基于用户信任，以小米品牌背书的方式投资生态链企业，投资孵化了紫米移动电源、万魔耳机、华米手环、智米空气净化器、青米插线板等77 家生态链初创企业。
由此可见，小米科技在权威阶段治理机制以关系治理为主，并辅以合同治理，权益治理开始发挥效力。
（3）再生阶段的治理机制
当小米科技2018年实施“手机+AIoT”双引擎战略时，标志着小米科技创新生态系统进入再生阶段。在该阶段，手机业务稳定发展，持续为智能家居生态系统提供连接的载体，2018年—2020年小米科技手机业务销量分为11866 万台、1. 246 亿台、1.46亿台。而AIoT业务则发展强劲，2018年—2020年，AIoT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分别为438亿元、621亿元和674亿元，占总收入的比重分别达25.1%、30.2%和27.4%。截止到2021年底，小米科技共投资生态链企业310家，资产估值480亿元。
小米科技主要采用权益治理机制治理智能家居创新生态系统。小米科技从众多智能家居研发团队中选择研发能力很强但销售能力不足的团队进行股权投资，使其成为生态链企业，小米科技占生态链企业的股份最高为40%，多数都是20%左右。小米科技成立谷仓学院，培训生态链企业的管理人员，将小米既有的营销能力、供应链能力、产品能力尽可能地赋予生态链企业。生态链企业根据小米科技设计思想形成产品设计思路，产品通过小米科技的渠道进行销售。小米科技和生态链企业通过合同确定利润的分配比例。在此过程中，信任等关系治理机制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生态链企业授权小米科技决定产品价格，小米科技相信生态链企业对制造成本和研发成本核算的准确性。
由此可见，小米科技在创新生态系统再生阶段的治理机制是以权益治理为主，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为辅。
6结论与讨论
6.1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创新生态系统理论和跨组织治理理论，划分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多个阶段，分析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治理机制的类型，构建了基于计算实验的多主体仿真模型，运用仿真工具NetLogo模拟分析不同阶段不同治理机制下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动态演化，揭示不同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并以实例进行验证。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1）依据系统演化的结构和状态，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分为诞生——扩张阶段、权威阶段和再生阶段。吸引足够多的外部主体加入创新生态系统、防止成员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或其退出创新生态系统、实现创新生态系统在替代品市场上快速扩张分别是核心企业在三个阶段的治理任务。
（2）核心企业是创新生态系统的治理主体，在治理中既要激励伙伴企业实现价值共创又要控制其机会主义行为。可供核心企业选择的治理机制有合同治理、权益治理和关系治理，三种治理机制在实现激励和控制目标上表现出不同的特征：合同治理是高激励低控制，权益治理是低激励高控制，关系治理是中等激励和中等控制。
[bookmark: _Hlk100685805][bookmark: _Hlk100692621]（3）根据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的演化结果，在创新生态系统的诞生——扩张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合同治理为主、关系治理和权益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在创新生态系统的权威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关系治理为主、合同治理和权益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在创新生态系统的再生阶段，核心企业应选择权益治理为主、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为辅的治理机制。
6.2理论意义
（1）拓展了跨组织治理理论的研究视角。现有的跨组织治理研究通常采用静态视角将治理机制分为合同治理和关系治理，研究两者在促进组织绩效中的替代作用或互补作用，而对治理机制的动态性研究不足。本文采用动态视角，主张在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治理机制。
（2）丰富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理论。现有文献认为治理机制单向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本文引入演化的思想和方法，揭示出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所处的演化阶段影响治理机制选择，而治理机制又进一步影响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运行状态，本文提出的治理机制与企业创新生态系统运行状态双向影响的观点，对现有文献是一补充。
6.3实践意义
（1）改变了核心企业选择长久最佳治理机制的思路。本文研究表明，不存在永远最佳的治理机制，治理机制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所处的阶段及系统环境中资源丰饶情况而发生改变，核心企业应因势而改变治理机制。
（2）为核心企业选择治理机制提供了指导。本文揭示了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不同阶段的最优治理机制，有利于核心企业根据企业创新生态系统所处阶段，做出治理机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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